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文献大国，“文献”一词在先秦时期有典籍与贤才两种含义，我们可稍作引申说文献的本义包含文字记述与人的口头讲述，这是一个人与文结合的生动词汇。先秦之后，文献专指文字记述。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文献厄难，文献毁损严重，但历代传世的文献仍构成中国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内容。民俗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库中虽然比例不大，但它以色彩斑斓、内涵丰富，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自古是礼俗社会，礼俗教化是执政者为政之大要。要教化百姓、整合社会，就必须熟悉地方民俗。因此，自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人就有了“观风问俗”的传统。《诗经·国风》是最早韵文体的民俗文献，如朱熹所说是“民俗歌谣之诗也”。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讨论风俗意蕴的著作，是古代风俗理论文献。应劭在序言中明确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出于政教的目的，对民俗进行记录与讨论，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民俗文献的著述传统。

　　当然中国民俗文献丰富的原因，并不仅于此，中国文人士大夫还有浓厚的乡土情感与故地情怀，他们往往在时空变易之后，对逝去的民俗风土怀有依恋的情结，非笔之以书，不能释怀，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风土记》（晋周处著）、《荆楚岁时记》（南朝宗懔著）、《东京梦华录》（南宋孟元老著）这样的著名民俗文献。此外，文人博物好奇的传统，也是促成以记述殊方异域民俗为主旨的民俗文献形成的内在动力之一。在以上诸种原因的凑合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俗文献构成了中国文献系统的有机成分。

　　虽然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中，它不能被凸现，但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民俗文献是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与利用的有效切入点，也是历史文献为今天生活服务的有效途径。我们在清理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如果利用了民俗文献，我们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历史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对我们前人走过的道路有更感性的认识；同时我们今天处在接续与复兴传统的历史阶段，要妥当地重建地方文化传统，民俗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文化记忆的文本，它能够发挥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重任。

　　华北民俗文献是指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区留存的民俗文献，对这一地区民俗文献的整理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华北地区位于北纬32°—42°之间，东经110°----120°。处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秦岭淮河以北，东濒黄、渤二海。从气候上看，华北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从生计方式看，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错杂的交界地带。在这样的自然风土条件下，华北地区居民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民俗性格，如秦汉文献中常谓：中山地广，民俗狷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等。当然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俗性格逐渐脱离原生状态而发生变化，地方民俗生活也会多样化，不过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在人们的谋生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华北区域民俗的总体特征依然明显异于其他地区。

　　华北地区在自金元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有800余年的历史，华北地区成为传统社会后期的首善之区。正因为华北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又是首都所在的地区，本区的民俗文化虽然以北方汉民族为主体，但它糅合了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与风习，同时也吸纳了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各地的民俗，形成了华北特有的民俗形态。华北区下可细分为京津、河北、山西与内蒙古三个民俗文化亚区。

　　自古以来，京津地区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城市生活丰富。在长期的帝都文化的影响下，京津地区的民俗文化深受宫廷文化、官府文化及城市商业文化的影响，重视社交与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节庆庙会民俗、交易娱乐民俗等。从民俗内涵看，京津属于都市民俗区，京津地区的民俗传统在城市生活中特色鲜明。京津地区同样是文化人积聚之区，著述高手云集，记录、辑录京津地区民俗事象者代不乏人，因此京津地区的民俗文献丰富。

　　河北地区临近京津，都市民俗对河北民俗是会有辐射影响作用的，当然，河北民俗也通过人口流动影响京津地区。河北地区因为有京津的分隔，南北民俗也显现出地方差异，南部临近河南、山东，农业生产为主业，人口固定，民俗古朴传统，重视家族与传统礼仪。北部临近游牧地区，由农牧生计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它与纯粹汉族农业区相比，在民俗形态上会有一定的差异。

　　山西是上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农业、商业发达，山西内部又分晋北、晋中、晋南三个部分，晋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多沟深，农业为主业，由于临近内蒙古，口内外人员物货联系密切，民俗亦随之发生某些变化。晋北的社火与赛戏繁复盛大，引人瞩目。晋中为山西心腹之地，这里土地平旷，物产丰饶，明清以来闻名于世的山西商人就主要集中在本区的祁县、太谷、平遥等地。晋中大院、古城与名山名祠众多，人文底蕴深厚。晋中民俗文化丰富，仅就岁时节日来说，就有“四大节，八小节，二十四个毛毛节”之说。如此密集的节日，说明当地人有过节的财力、心情与社会需要。晋南与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接壤，是黄河中游的富庶地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号称尧舜故地，耳目所及，足迹所处，民俗风物、故事传说在在皆是。晋南民风古朴，圣王、贤人、英雄崇拜突出，民俗信仰与民俗艺术发达，庙会社火、锣鼓表演，炫人耳目。晋南至今仍保存着浓郁的民俗文化传统。明清时期这里还是华北移民重要集散地，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在北中国广为流传。

　　内蒙古是华北以蒙古族为民族主体的地区，游牧民俗是本区的特色。内蒙古民俗文化区又可分东蒙民俗文化区与西蒙民俗文化区，东蒙地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较大，西蒙是传统的游牧地区。如果要更具体地看到不同区域民俗特性地话，还可细分为：巴尔虎、布里雅特民俗文化区，科尔沁民俗文化区、锡林格勒、察哈尔民俗文化区，乌拉特民俗文化区，阿拉善民俗文化区，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区等。每一民俗文化区，因为其历史部落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在民俗生活上显现出不同的风貌。

　　作为记录华北地区民俗的民俗文献，从其写作内容与形式看，主要有如下三类：庙会文献、岁时文献、地方风土文献等。

　　首先看庙会民俗文献。华北城乡庙会组织发达，庙会民俗活动丰富，著名庙会众多。特别是京津两地的城市庙会，引人瞩目。北京著名庙会有厂甸庙会、东岳庙会、白云观庙会、隆福寺庙会、妙峰山庙会等，天津有天后宫庙会等。这些著名庙会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民俗文献。比如厂甸庙会在北京琉璃厂，这里是旧时北京春节期间的著名玩耍地，对于厂甸庙会很早就有学者关注，如当时北京高师教育研究者王卓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作了《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1922年），邵飘萍在序文中说：“王君实开以科学的方法而研究现实社会之先河也。”东岳信仰自宋代以来遍布全国，元代以后，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有领袖全国的皇帝及其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宗教权力集中的地区，北京东岳庙为全国等级最高东岳庙，除了泰山之外，北京东岳庙最有影响，每年的东岳庙会同样声势显赫。我们从元明清的碑刻文献中可得到清楚说明，现代学人郭立诚还著有专门的调查著作《北平东岳庙调查》。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西的妙峰山香火兴盛，妙峰山庙会组织有数百之多，记述妙峰山庙会的民俗文献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金勋的《妙峰山志》，顾颉刚的《妙峰山》，这三本书都围绕着妙峰山香会展开，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写作中各有特点。满族人奉宽在晚清与民国初年，连续三十年上妙峰山进香，对妙峰山的地理、古迹、风俗、道路、庙宇，特别是香会，用心体察，并笔之于书，写成《妙峰山琐记》。因为他熟悉文献故实加上沿途眼目所及，记述翔实、真切、自然。如说到万寿善缘缝绽会茶棚，“乃京师靴鞋行公立。香客鞋绽，代为缝缀，并施粥茶；始于康熙十二年，实善会中最久者。每岁二月，各处帖报启知，戒备亦早于他会。”（《妙峰山琐记》）顾颉刚发现此书后，主动将其纳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刊刻出版。金勋的《妙峰山志》是一部未及刊行的关于妙峰山的香会的专志，当年如果顾先生能发现这一手稿，依照他的爱好，肯定也会纳入民俗学丛书的。金勋对妙峰山香会组织历史、组织构成与人员角色分工，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对香会的社会功绩有相当高的评价。金勋在本稿本的“序”中说：“北京盛衰以妙峰山香火为转移，香火盛，则国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矣。该山能远收各省香火，化上中下人民为一家，无等级可分，进香人各各客气，众口充满虔诚，与代福还家。同饮吃一锅之粥茶，同食天津馒首，同谒碧霞元君，同睡圣母之山，同看文武各会，人人欢喜快乐，同得祀山之福，千里而来欢聚一山，成为一心一意，另见一种新国民运动气象。”1925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一行对妙峰山进行了第一次有意识的学术调查，亲自考察了香会活动，抄录了不少碑刻会启。顾颉刚撰写了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妙峰山香会”一文，调查与考证成果汇聚在《妙峰山》一书中，该书亦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一种。

天津是北方地区的著名商埠，天后宫是天津具有标志性的宗教景观，围绕着天后诞日所形成的皇会，是天津市民时间生活中的大事。关于天后宫庙会的文献有徐肇琼的《天津皇会考》，该书写于1936年。书中汇集了前代史志资料，对清代皇会多有描述，如清代天津皇会出会有固定的秩序，第一是门幡，第二为太狮会，第三为报事灵童，第四为中幡会，第五为挎鼓会，第六为杠箱会，第七为杠箱官，第八为捷兽会，第九为高跷会，第十为十不闲会，第十一为重阁会，第十二为抬阁，第十三为爬竿会，第十四为地秧歌，第十五为灵官，第十六为许愿者，第十七为宝塔七级，第十八为盖华会，即华盖会，第十九为鲜花会，第二十为花童会，第二十一为大乐会，第二十二为鹤龄会，第二十三为銮驾会，第二十四为娘娘五尊，有子孙娘娘、癍疹娘娘、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天后娘娘，第二十五为接香会，最后殿以护驾会。当然对天津皇会的历史溯源与资料梳理考证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写作于同一时间的《天津皇会考纪》，作者署名为望云居士、津沽闲人。该书作者不仅搜集皇会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以亲历者身份，对民国时期天津最后一次皇会组织及表现情况作了细致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现代庙会文献。
　　山西庙会众多，著名的有太原晋祠庙会、翼城汤王庙会、洪洞接姑姑会、运城解州关帝庙会、朔州神头五月五庙会等。著名庙会文献有清末民初人刘大鹏撰写的《晋祠志》。“七月初二，晋祠赶会”。《晋祠志》记载了“祀圣母之神”的祭祀与游神的盛况。

　　其次，看华北岁时民俗文献。岁时节日是民俗生活的主要内容，记录华北岁时生活的岁时文献主要华北各地都有，但京津地区较为突出。作为帝都，北京的岁时生活丰富多彩，记载北京岁时民俗的文献自元代开始直到民国有完整的岁时文献系列，元熊梦祥著《析津志》的“岁纪”篇，明朝刘侗、于奕正等著《帝京景物略》的“春场”部分、陆启泓的《北京岁华记》，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荣的《燕京岁时记》，民国时期张江裁《北平岁时志》、张茂节、李开泰合编《大兴岁时志稿》、《宛平岁时志稿》、让廉著《春明岁时琐记》等。通过对这些岁时文献的阅读，我们对北京地区的岁时生活史有全面的了解。天津岁时民俗文献较少，在光绪《天津府志》与民国《天津志略》中有关于天津岁时的记载。如元旦新年，清代“正月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设香烛、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以次而及，设盛馔和乐同享。各食饺子，取更新交子之义。 亲戚乡里交拜。履新互相请席，名曰“吃年茶”（光绪二十五年《天津府志》）。民国“ 除夕之夜，人多守岁，故于正月初一日，五更即起而祀神，焚香，放鞭爆，供面饺。事毕，合家食团圆饭，饮椒柏酒，饭即饺子，并备干鲜果品、肴馔以佐酒。而杂拌一项，尤不可少，盖杂合各干果及糖蜜食品，盛于一盘；年终，津埠干果店即售之。元旦日，食黍糕，曰“年年糕”，佛前亦供之。焚纸锞，合家互拜新年。乃出而贺人，见则一揖，亦有屈膝为礼者，更以吉语相祝。”（民国二十年《天津志略》）由此可见天津岁时民俗在改朝换代之后，依然传承。当然也有局部变化，如祭祀的程序，民国时期 已经较清代松懈。山西河北内蒙岁时文献同样大多包含在各地志书之中，专门的岁时民俗志少见。

　　第三，华北地方风土文献。这类概述地方物产民情的风土文献，是华北民俗文献中比较突出的部分。京津地区的风土文献丰富，近人张次溪编有《京津风土丛书》，广业书局编有《北京历史风土丛书》，京津地区的风土材料从这两部风土丛书中基本可以获得，当然也不是全部。北京地区风土文献主要有：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清人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魏元旷的《都门怀旧记》、《都门琐记》、柴桑《京师偶记》、让廉《京都风俗志》，民国时期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等。这些风土文献的价值如何，可以《京师偶记》记载北京民居情况为证：“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气内侵，或易以高丽纸。至夏日，又于窗纸去其一二，裱以疏布，使其除暑纳凉也。布外仍系以纸，有风沙则舒之，无则卷之。”北京人为应对风沙寒暑，采取的这些居住防护措施，可谓巧妙周全。天津地区的风土文献主要有：清人张涛的《津门杂记》、崔旭编《津门百咏》、樊彬编《津门小令》，民国张次溪《天津杨柳青小志》等。杨柳青是天津近郊的著名商埠，张次溪是现代少有的对地方风土民俗特别关注的学者，他不仅主编了《京津风土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多部京津地方岁时风土著作，《天津杨柳青小志》就是其中之一，该志详细记述了当地疆域、河流、业产、民气、风俗、神庙、诗征等，为我们今天了解杨柳青年画产地历史及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河北风土文献有：清人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民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秧歌选》、郑德琪、赵棠合輯《河北省歌谣集摘要》等。其中，《深州风土记》是重要作品。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编《深州风土记》时，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为原则，在风土记体例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而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对定县的社会调查及秧歌的搜集，是现代学术思想在地方风土文献写作中的新体现。山西风土文献亦较丰富，主要有明人沈思孝的《晋录》，清人齐翀的《三晋见闻录》，陆耀的《保德风土记》，民国陈希周的《山西调查记》、《山西考察报告书》等，这些文献对山西物产、经济、土风民情、异闻等均有记载。内蒙古风土文献丰富，主要有：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明人岷峨山人（尹耕）的《译语》，清人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张穆《蒙古遊牧记》、民国日本人松本雋撰，吳欽泰译《東蒙風俗談》、馮涨笞稏|蒙遊記》、王華隆等著譯《蒙古調查記》，卓宏肿睹晒盆b》，马鹤天著《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等。内蒙古在华北地区因为民族成分与游牧生活方式的关系，地位较为特殊。人们对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也有较多关注。从《滦京杂咏》中的蒙古见闻，到王华隆等著译的《蒙古调查记》中关于内蒙古宗教信仰与地理风俗，为我们了解内蒙古地区的风土人情，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华北民俗文献除了上述列举的内容外，还有许多地方志、风物志及近代调查采访资料，如民国时期的大量乡镇志；有国外人员对华北的调查资料，大型的如日本满铁调查资料，也有许多属于民俗内容。单一的如北京岁时记录，日本人在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就有四本《北京岁时记》，因为是日文，本书没有收录。值得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一些著名的民俗文献，如《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晋祠志》等等，因为有当代通行本，根据本辑编写总则，也没有收录。这部文献所收录的是平常稀见的民俗文献，但不是全部华北民俗文献，也不都是最重要的文献，这是需要给各位读者说明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王晓燕编辑，没有她耐心、细致、有效的工作，本辑文献是没办法顺利完成的。感谢西华师范学院的旷天全老师，他在本辑文献中担当副主编，作了大量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博士后吴丽平同志，她作为本书副主编之一，也竭力帮助完成本辑文献搜集工作，给我减轻了许多负担。张勃博士为本书目录的搜集也作出贡献，我的博士生高忠严同志也为本书费了一定心力，在此一并感谢。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对本项工作也给予了支持，本人承担有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辽金元民俗文献史研究及数字化管理项目》，以及北京市十一五规划课题《北京岁时节日研究》本辑文献是其中的基础内容之一。

